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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 19 世纪美国汉学家卫三畏针对广州方言开展的学术探究，从全球史

与知识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运用微观史学方法，揭示地方知识如何通过个体实践完成采集、

转译，并最终被系统地纳入异质文化知识体系，以此探寻中华文化向北美传播的核心机制。

研究表明，19 世纪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是基于特定时空场域与微观实践的知识生产及互

动流转过程，卫三畏的汉学研究实践初步构建了美国汉学“实用主义与现场传统”的学术

范式。该研究不仅为深入理解中美早期文化交流提供了典型案例，也为构建当代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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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Local Knowledge: Samuel Wells Williams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 American Si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inquiry into Cantonese conducted by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19th-century American sinologist. Drawing on perspectives from globa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adopting micro-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is paper reveals
how local knowledge was collected, translated through individual practice, and ultimatel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al knowledge system, so as to explore the
core mechanism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to North Americ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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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and circulation based on specific spatio-temporal contexts and micro-practices, and
Samuel Wells Williams' sinological research practice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pragmatism and on-site tradition" for American sinology.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s, but also offers
important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the contemporary mechanism for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Cantonese Dialect;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North American Sinology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i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Zhongkai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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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 世纪是中华文化向西方开展体系化传播的关键时期。彼时，北美作为新兴的文化交

融区域，其来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早期学者群体，在中西知识流通进程中充当着核心媒

介的角色，并且深度参与了西方汉学体系的构建。在此背景下，美国汉学家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他在中国旅居四十三年，回国

后受聘成为耶鲁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其职业生涯跨越传教、外交与学术多个领域。这种复

合性经历为他赋予了独特的文化观察与阐释视角。因此，以卫三畏为研究个案，不仅能够

洞察汉学家的学术生成路径，更可将其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在北美的早期接受

历史、知识译介机制以及汉学体系化进程，进而为当代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重要的历

史借鉴。近年间，学界对卫三畏相关研究的关注度持续攀升，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宏观评述

向微观实证、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拓展的态势。在卫三畏综合研究方面，顾钧所著的《卫

三畏评传》（2023）堪称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该书系统梳理了卫三畏集印刷工、外交官

以及耶鲁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经历，并深入剖析了其在“中美文化

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

卫三畏的翻译活动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帅司阳（2025，p.106-123）针对《东周列

国志》的译介展开了个案研究。其分析表明，在 1880 年美国排华运动的背景下，卫三畏通

过“筛选史实与虚构内容、附加导言注释”等手段，将该小说“包装成‘历史记录’”，

其目的在于“宣扬正面的中国形象，抗衡排华思潮”，进而揭示了翻译活动与“中美国家

政治之间隐蔽且复杂的关联”。王烟朦（2026，p.89-95）对卫三畏首译《梦溪笔谈》科学

条目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卫三畏的译文受到“主观宗教身份、学识以及客观时代”的

限制，尽管存在“科学性再现不够精准”等问题，但肯定了他的“开拓性功绩”。姚达兑

（2024，p.180-186）聚焦于卫三畏对民间故事《玄天上帝》的译介，指出卫三畏构建了晚

清西方人对中国民间信仰的认知图景，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诸多复杂、艰难的局

面”。 在对卫三畏汉学知识生产的考释方面，吴义雄（2024，p.1-7）指出，卫三畏等早

期汉学家在“物质文明交流”的推动下所开展的“精神文明交流”活动，正是近代中西交

流史中“文化交流与商业交往紧密关联”这一时代特征的体现。程美宝（2010，p.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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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英华韵府历阶》（1844）的研究认为，该词典彰显了卫三畏汉学知识研究的“过

渡特性”。元青（2021，p.85-95；2024，p.134-144）指出，19 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编纂双

语词典属于“跨文化交流史上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为深入探究卫三畏的辞书编纂活动

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庄新（2023，p.64-75；2023b，p.99-109；2025，p.58-66）从科技史

视角出发，以卫三畏对《本草纲目》条目的译介为例，指出 19 世纪汉学家从“培根‘新工

具’科学观”的角度向西方传播中国博物学知识。

既有关于卫三畏的研究成果虽已颇为丰富，但在以下维度仍存在拓展空间：其一，需

将其汉学思想置于 19 世纪东方学的脉络框架中，明晰其学术定位及其源流；其二，应深入

解析其外交实践与汉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政治身份对文化认知的塑造机制；其三，

亟待引入全球史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通过考察具体的社会网络与物质条件，重构其

知识生产的微观机制以及跨文化流转路径。本研究以 19 世纪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广州方言

研究为切入点，以其历经不同阶段编纂而成的粤语词典系列作为核心文献，从全球史与知

识社会史的视角展开，致力于揭示在中华文化向北美传播以及北美汉学体系初步构建的进

程中，宏观叙事易掩盖的“知识生产—转译—体制化传播”这一内在逻辑链条，以期为当

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学理支撑与历史借鉴。

二、从市井到讲堂：卫三畏广州方言知识形态演绎

卫三畏针对广州方言展开的研究，立足于其在华四十余载的亲身实践，经历了从被动

适应、主动学习到系统构建的发展过程。此进程呈现出一位西方观察者如何以地方语言作

为工具，逐步构建起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知架构，并最终将其转化为能够进行跨文化传播

的学术资源。这种从实践向学理推进的知识建构，诚如后世汉学家所评价的那样，是一条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奠基之路。

（一）从实用掌握到初步编纂：语言工具的形成（19 世纪 30-40 年代）

1833 年，21 岁的卫三畏以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印刷传教士的身份抵达广州。其本职工作为接管教会印刷所，负责刊印宣教小

册以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然而，因其所处之地为当时唯一的通商

口岸，他直接接触到的是被称为“广东英语”（Pidgin English）的贸易混杂语，以及复

杂多样的方言环境。与马礼逊等早期汉学家着重关注官话、面向文人阶层不同，卫三畏日

常交往的对象多为行商、通事、仆役、匠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通行广州方言（Canton

Dialect）的市井社会。因此，掌握粤语并非基于学术层面的考量，而是其开展印刷工作、

管理工匠、采购物料，乃至初步融入当地生活的必要前提。这种以实用为导向的语言习得

模式，集中呈现于其早期著作《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之中。该书

序言明确阐述：“本书主要是为初涉中文学习的人员编纂……尤其着重关注广东方言。”

（Williams, S.W., 1842, p. iii）全书内容涵盖部首、读音（首次系统性地运用罗马字对粤音

进行标注）直至日常会话，均紧密围绕实际生活与工作场景展开，堪称一部“生存指南”。

卫三畏在致其父的家书中自述：“此册的编纂，是由于我在自学过程中苦于缺乏适宜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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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书籍，期望能为后来者节约时间与精力。”（Williams,S.W., 1841, March 15） 由此可见，

其初衷纯粹是基于解决当下困境的“工具理性”，是典型的“做中学”实践的成果。

随后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1844）显示出视野有所拓展。尽管该书书名标注为“官话”，但卫三畏在序文中表明，他

已认识到学习者最终需涉猎更为广泛的文献，故而词条与例句均兼顾了官话和方言的对应

关系。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初步呈现出文化注释的雏形。例如，在“节”字词条下，不仅

罗列了“节日”（festival），还简要提及了“春节”（Spring Festival）和“端午节”

（Dragon Boat Festival）（Williams,S.W., 1844, p.89）。这种超越单纯字词对应的处理模式，

意味着其语言学习逐渐与文化认知相互关联，知识建构的维度稍有拓展。

简言之，这一时期卫三畏对方言的研习与编纂，始终紧扣其在华生存与事工的直接需

求，带有鲜明的实用与工具色彩。然而正是这些看似零散的经验积累与文本实践，为他日

后体例更严谨、意图更明确的词典编纂工作，奠定了最初的粤语认知基础。

（二）《英华分韵撮要》与知识生产的自觉（19 世纪 50 年代）

随着在华日久，卫三畏逐步肩负起《中国丛报》主编的重任。此时，他对中文的认知

已超越日常沟通层面，萌生了系统把握与科学描述这门语言的学术志向。1856 年《英华分

韵撮要》刊行，标志着其粤语研究实现了从“实用工具”向“系统知识”生产的关键跨越。

其动机在致美国东方学会的信函中表述明晰：现有的粤语辞典，如马礼逊所编纂的，

已无法满足需求且价格高昂，故而他期望“提供一个更为完善、更具经济性的版本”。该

辞典不仅收录口语，还广泛收纳书面语与成语，并详细注释其来源与用法，使其不仅利于

外国人进行交际，更成为“研究这一方言及其所承载的丰富民俗与民间知识的关键工具”

（Williams,S.W.,1856, September 10, p. xxvi）。此论述表明，他的目标已从编纂“语言手册”

转向构建“知识手册”。

这一转变建立在其方法论的显著改进之上。他不再单纯依赖道听途说，而是自觉借鉴

本土语言学资源。书名“分韵撮要”直接取自粤地重要韵书《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

卫氏坦言，其编排“大体遵循此一中土韵书”，因其音韵系统“为本地文士所尊崇，具有

较高可靠性”（Williams,S.W.,1856,“Introduction”,p. vi）。他借用该书的韵部框架（如“君、

干、庚、鸠”等韵部），再运用罗马拼音进行转写与系统化处理。这一举措意味着卫三畏

开始有意识地对接并转译中国本土的语言知识传统，而非凭空创制一套西式音系。本质上

而言，这一种借助拼音化、字母排序等西学手段对地方性知识进行重组的“文化翻译”实

践，使其系统地转化为可供西方学习者检索、理解与认同的学术资源。

卫三畏词典的编纂过程，鲜明地呈现出系统知识生产的特征。他专门聘请了数位“本

地先生”，双方建立起紧密的翻译与阐释协作关系。据其家书记载，日常工作模式为“提

出词条，由先生们提供读音、各声调含义、常用搭配及例句”；而一旦遇到涉及习俗、制

度或历史的词汇，则需“长时间讨论，甚至查考《康熙字典》《俗语考》及方志”

（Williams,S.W.,1854, October 22）。经过如此细致的采撷、辨证与转译，大量关于民间信

仰（如“拜山”“打醮”）、商业习惯（如“赊账”“汇单”）、亲属称谓（如“契爷”

“妗母”）、物质生活（如“艇仔粥”“骑楼”）的地方性知识，被有机地融入词条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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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中。由此，这部词典实质上已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工具书范畴，演变为承载晚清广州口

岸社会文化信息的特殊“数据库”，其知识生产的自觉性与体系性在此达到了成熟状态。

（三）从方言语料至知识体系的集成：以《中国总论》为核心

卫三畏所著《中国总论》，乃其广州方言知识积累与汉学思想沉淀之集大成者，亦是

19 世纪西方汉学领域系统介绍中国社会文化的经典文献。卫三畏于该书中对中国语言体系

展开专门梳理，将自身数十年积累的广州方言研究成果有机整合其中。其不仅精准辨析了

广州方言与官话在音韵、词汇层面的差异，还依托《英华分韵撮要》所积累的方言语料，

对岭南地区的社会习俗、民间信仰、日常生计等地方性内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使零

散的方言知识升华为理解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关键要素。与早期传教士著作对中国文化碎

片化、猎奇式的书写方式不同，卫三畏以方言认知为基础构建的中国知识框架，始终遵循

从地方经验提炼整体认知的研究路径，将具体的语言现象与中国文化社会特征相联系，为

西方读者呈现了一幅兼具细节质感与整体逻辑的中国画卷。

彼时，卫三畏所积累的广州方言知识，已超脱了初始的实用工具属性，实现了从个人

实践经验向体系化学术知识的转变，成为美国早期汉学知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该书“语言与文学”章节，卫三畏专门设置一节对“方言”展开论述，其观点显著基于

词典编纂的认知。他对官话与粤、闽、吴等地方言的语言差异进行了比较，并特别指出 ：

“广东方言……以其语音丰富、俗语生动、表达独特而著称，既是研究中古音韵的鲜活素

材，也最为生动地反映出华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思维特征。”（Williams,S.W.,1883, p.428）

显然，方言已非单纯的语言学研究对象，而是被视为理解中国地域文化多样性与生动性的

重要视窗。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初版 1848 年，修订版

1883 年）有关社会、宗教、民俗、商业等领域的论述中，均能发现其方言研究成果的融入。

例如，在论述民间信仰时，作者详细阐释了“祭灶”习俗，不仅阐述了仪式流程，更剖析

了“灶君”“糖瓜”等词汇在俗语中的应用及其文化寓意（Williams,S.W.,1883, p.202）。

如此精准地把握此类细节，无疑得益于编纂词典时对词汇文化语境的深入钻研。在此，方

言词汇已成为卫三畏剖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

与此同时，其集大成之作《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虽以官话音系为主，却大量收录各地方言（含粤语）读音与词汇作为参考。卫三畏

在序言中强调：“一部服务于所有在华外国人的词典，必须考量语言的多样性。忽略方言，

就等同于忽视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Williams,S.W.,1874,“Preface”, p.viii）此番论

述表明，历经数十年实践，他对方言的认知已从早期的“生存工具”，升华为理解整体性

“中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知识要素。卫三畏的广州方言研究，其内在驱动力源于工具

理性与知识理性的交织递进。早期，出于实务需求的实用主义学习方式，为卫三畏积累了

丰富的第一手语料与感性认知。随着其身份从传教士印刷工转变为学者型外交官，乃至汉

学教授，其研究目标亦实现了自主升华：从解决“如何言说”的沟通困境，转向深入探寻

“何以如此言说”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由此，一种源自岭南市井的地方知识，经过跨文

化的转译与重构，成为北美学术界中国认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 19 世纪中华文化

向北美传播进程中，一个具体且关乎知识生产根本机制的生动历史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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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华分韵撮要》知识生产：体例、词汇与注释的微观剖析

本部份以 1856 年刊行的《英华分韵撮要》为个案，解析卫三畏以方言研究方式对地方

文化开展系统化的学术探索。《英华分韵撮要》不仅是一部语言工具书，更是一个微观的

“知识空间”，系统地呈现了卫三畏对粤地文化的采集、转译、重组与展示。其序言明确

指出，目标不仅在于“界定词语”，更在于“阐释用法，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习俗与观念”

（Williams,S.W.,1856,“Preface”, p.iv.）。这一知识生产机制，具体体现在框架设计、词条选

取、释义策略及文化注释等多个层面，共同构建了一幅可供西方人理解的、文本化的岭南

地区市井生活图景。

知识生产的首要步骤，体现为编纂体例的精心规划与体系转换。卫三畏选取岭南本土

通行的《分韵撮要》韵书作为语音框架，但其工作并非简单的罗列对照，而是一次精准的

体系转译。其凡例详细阐释了体例：“本书排列，依照《分韵撮要》的三十三字母（声母）

及韵部次序。每字先标注罗马字拼音（依粤音），接着标注所隶属的声母（如‘见、溪、

群、疑’），再标注韵部（如‘君、干、庚、鸠’）及声调（上平、上上、上去、上入、

下平、下上、下去、下入共八声），随后给出英文释义，最后辅以用例或俚语。”

（Williams,S.W.,1856,“Introduction, Of the Orthography and Arrangement”, pp.v-vi）此一体例

设计，具有知识系统构建的重要意义。它以岭南地方权威韵书为蓝本，旨在呈现一个具备

本土规范性的音系，而非随意的个人记音。同时，卫三畏借助罗马字母拼音化，将传统依

赖汉字与反切的隐性音韵体系，转变为基于字母拼写、可供西方人直接掌握的显性语言学

描述（例如将“君”韵字系统标注为“wan”“an”）。此举不仅实现了中西知识表述方式的对

接，更凭借附录的英汉索引，为不熟悉汉字检索的西方读者开辟了一条按字母顺序直达词

义的途径。本质上，这是一次粤语知识的标准化转译，将地方性口语转化为可供系统检索

与学习的、“数据库”式的西方知识形态。

《英华分韵撮要》收录词汇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浓厚的市井性与实用性。与主要服务于

经典阅读的官话辞典不同，这部词典广泛收录了 19 世纪中叶广州 - 澳门地区社会各阶层，

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日常用语、行话、俚语和习语。

1.商业与经济活动类别：作为贸易口岸，大量相关词汇被收录其中。例如“铺票”（p

‘ò p‘íu，商店开出的期票）、“轮船”（lùn sùn，steamer）、“买办”（máai pàahn，

comprador）、“换水”（wuhn séui，money - changing）等。对于“鸦片”（ngaa pin）一

词，编者不仅给出释义，还附加了详细注释，解释其来源、种类（“公班”“白皮”）、

吸食方法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Williams, S. W. 1856,p.2），这显然超出了单纯语言学的范

畴，带有社会观察与批判的意味。

2.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类别：词典细致地记录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比如食物类的

“艇仔粥”（téhng jái jūk，a kind of rice congee sold on boats）、“云吞”（wàhn tān，

wonton）；服饰类的“马褂”（máh gwa，mandarin jacket）、“屐（木屐）”（kèhk，

wooden clogs）；居住类的“骑楼”（kèh làuh，arcaded sidewalk）等。这些词条构成了对

岭南民间物质生活的精细勾勒。

3.社会组织与民间习俗类别：关于宗族与民间组织的词汇，像“祠堂”（chìh tòh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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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stral hall）、“太公”（taai gūng，common ancestor）、“堂口”（tòhng háu，club -

house of a guild or secret society）被收录。节庆与仪式用语，如“拜山”（baai sāan，to

worship at graves）、“利是” （“利是”，lucky money）、“打醮”（dá jiu，Taoist

thanksgiving service）等，均有详尽阐释，且常常附带对仪式流程的描述。

4.观念与情感表达类别：该词典还收录了大量反映民间观念和情感色彩的俚语、习语

及詈词。例如“托大脚”（tok daai geuk，to flatter）、“撞板”（jong báan，to meet with a

rebuff）、“衰神”（sēui sàn，a mischievous god; an unlucky fellow）等。这些词汇有助于

西方人士理解当时民众的心态、社会关系及价值观。

通过精心遴选词汇，卫三畏实际上开展了一项关于广州口岸社会生活的文本化民族志

采集工作。词典的页面，宛如一扇展现那个时代广东地区社会百态的窗口。值得关注的是，

卫三畏的知识成果不仅体现在“收录内容”，更体现在“阐释方式”。其释义策略往往超

越简单的对等翻译，深入到文化阐释的层面。

其一，对于许多在英语中无直接对应词汇的词汇，卫三畏采用描述性释义，竭力为读

者构建中华文化情境，例如：

“风水”（ fūng séui）：释义为“The influences of the winds and waters; a system of

geomancy practiced by the Chinese in selecting sites for graves and houses, by which the future
fortunes of the family are supposed to be affected.”（Williams,S.W.,1856,p.105）这一定义不

仅诠释了字面含义，还概括了其实践范畴（阴宅、阳宅）和核心信仰（影响家族命运）。

“叩头（磕头）”（kau tàuh）：释义为“To knock the head; to perform the ceremony of

kneeling and touching the ground with the forehead, in token of homage, respect, or supplication.”

（Williams,S.W.,1856,p.63）释义中包含了动作描述（下跪、前额触地）和社会语境（致敬、

尊敬、祈求）。

其二，卫三畏大量运用例句和习语来展示词汇的实际用法，这些例句本身就是粤地区

域文化的缩影。例如：

在“茶”（chàh）词条下，不仅有“tea”的释义，还列出“请茶”（chéng chàh, to

offer tea; an invitation to drink it）、“斟茶”（jām chàh, to pour out tea）、“饮茶”（yám

chàh, to drink tea）、“茶钱”（chàh chìhn, payment for tea; a gratuity）等短语（Williams, S.

W. 1856,p.63），生动地展现了“茶”在社交礼仪中的作用。

在“面（脸面）”（mín）词条下，收录了“要面”（yiu mín, to be desirous of face; to

be fond of appearances）、“冇面”（móuh mín, to lose face）等，直接触及了中国社会中重

要的“面子”观念。（Williams, S. W. 1856,p.190）

其三，卫三畏着力辨析相关或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在解释“神”（sàn, spirit, god）与

“鬼”（gwái, ghost, demon）时，他注释道：“神（shin）通常指受人敬奉的善良或崇高的

神灵；而鬼（kwei）则通常指邪恶的、“令人畏惧的鬼魂，特别是死者的亡魂”

（Williams,S.W.,1856,p.257,p.86）。这种辨析体现了对民间信仰体系的初步系统化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卫三畏对粤语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客观中立的呈现，而是蕴含着编纂

者自身文化立场、认知框架以及实用目的筛选与塑造。卫三畏身为基督教传教士，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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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了价值判断，这在处理民间信仰词汇时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在诠释相关词条

时，他频繁运用“superstition”（迷信）、“idol”（偶像）等贬义词汇。如将“烧纸钱”

（sīu jí chìhn）描述为“焚烧纸钱，中国人迷信仪式中献给亡者的祭品”“burning paper

money, an offering to the dead in the superstitious rites of the Chinese ”

（Williams,S.W.,1856,p.259）。此类评价性语言清晰地反映出其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价值标准。

与此同时，词典的词汇选取具有鲜明的西方实用主义导向，着重收录与在华西人生活、贸

易及传教活动紧密相关的市井用语和日常知识，而非中国古典哲学与文学中的深奥概念。

这使得其所传播的中华文化形象呈现出强烈的市井生活实践特征，与同期欧洲汉学注重古

典研究的取向大相径庭。此外，中国助手在知识生产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作为地方性

知识的真正承载者，这些“本地先生”为词典提供了大量的习语、俗语和文化细节。因此，

整部词典的文本实际上是卫三畏与其中国助手共同协商的产物，其中既包含了助手们提供

的本土知识，也经过了卫三畏基于西方读者需求和自身立场进行的筛选、转译与重述。

纵观卫三畏编纂《英华分韵撮要》之历程，此无疑为一项具备高度自觉意识的跨文化

知识生产系统工程。他通过移植并转写本土音韵框架，构建起一套可供西方人掌握的知识

检索体系；通过广泛收集市井词汇，将鲜活、口语化的广州社会生活转化为静态、文本化

的知识条目；并借助释义、注释与例证，尝试在词条内部实现对文化概念的深度阐释。这

部词典不仅满足了来华西方人士即时沟通的实用需求，更为那些未曾涉足中国的读者——

包括后来的学生、学者乃至大众——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南方民间社会的、结构化且丰富

的知识文本。它参与塑造了一种“词典中的中国”形象：一个洋溢着生动市井气息、拥有

复杂商业网络、独特民间习俗与实用生活智慧的中国。这一形象，与通过经典翻译呈现的

“哲学中国”、通过官方文书呈现的“帝国中国”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 19 世纪西方尤其

是北美对中国的多维认知图景。

1856 年刊行的《英华分韵撮要》，是卫三畏以系统化、科学化方式呈现方言及其地方

文化的学术探索。他通过对接中国本土韵书传统并聘请学者开展深度协作，完成了一次跨

文化知识创造：将广州街巷口耳相传的口语知识，借助西方语言学框架（拼音化、字母排

序、释义与例证）进行采集、整理与编码，转化为可供西方人系统研习的稳定文本。这一

过程不仅为在华西方人士提供了实用工具，更搭建了西方认知中国地方社会与民间文化的

制度化通道。这部原本实用的方言词典，因此超越了语言工具的初始范畴，升华为中华文

化向北美传播的重要载体。随着词典的流通，尤其是借助卫三畏回国执掌耶鲁大学汉学教

席的契机，这些被体系化的方言与文化知识被引入北美，最终融入了北美学院派汉学的初

始体系之中。

四、知识体系正典化：个人实践与学科建制的融合

1877 年，卫三畏受聘出任耶鲁大学首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这一事件具有双重象征

意义：一方面，标志着他数十年来基于在华实践（尤其是方言研究）所提炼的文本知识，

正式获得了北美学术建制的认可；另一方面，这也成为其个人知识体系向学院化汉学转型

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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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设立此教席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既源于中美交往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也契合了大学拓展课程的愿景，更离不开卫三畏本人在学界积累的深厚声誉。而这种声誉

的核心，正是建立在他作为《中国总论》作者所确立的知识权威之上。在致耶鲁校长诺

亚·波特的求职信中，卫三畏明确阐述了自己无可替代的资质：“我的资格，建立在长期

居住于中国（四十三年）、熟练掌握其语言，并持续研习其人民、文学与历史的基础之

上……我所编纂的《汉英韵府》及早期方言词典，尤其使我熟知汉语的日常形态与鲜活用

法，这与仅从经典中获取的书面知识截然不同。”（Williams,S.W.,1877, April 10）他所着

重强调的“娴熟”“日常形态”以及“鲜活用法”，恰恰是其长期开展方言实践的核心价

值所在。耶鲁聘任委员会看重的，正是这种依托长期在地经验、兼具实用性与系统性的知

识，认为它更适合用于培养处理对华事务的实用型人才，而非单纯的古典学者。因此，卫

三畏的受聘标志着美国学院汉学在起步之初，便呈现出与欧洲古典汉学迥异的实用主义倾

向——他从中国带回的并非束之高阁的文献考据，而是融合了田野观察、语言实践以及社

会文化的整体认知体系。而构建这一体系的基石，正是其以《英华分韵撮要》为代表的方

言研究实践成果。在教学方法论上，卫三畏在耶鲁的授课并非对《中国总论》的简单复述，

而是致力于将他毕生积累的经验——特别是语言实践经验——转化为可供传授的课程体系。

现存于耶鲁档案馆的授课大纲、讲义残页以及学生笔记均显示，其教学内容与他早年的研

究，尤其是词典编纂工作，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其一，他注重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比较方言的视角。在他的“汉语入门”课程里，“主

要方言概览”被列为重要条目。一份 1881 年的课程大纲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官话与几

种主要方言（尤其以粤、闽、吴语最为重要）在语音、词汇方面的主要差异”。

（Williams,S.W.,1881-82）讲解语音时，他常以粤语为例，如阐释入声字时，便引用其词典

例证，说明粤语如何完整保留 -p、-t、-k 韵尾，而官话中已缺失，并指出此对理解中古

音韵与诗词格律的意义（Williams,S.W.,1883,p.421-422; 1874, p.viii）。由此，方言知识从实

用工具书的内容，提升为理解汉语历史演变与地域多样性的学术课题。

其二，其文化教学以丰富的民俗素材作为案例。在讲授“中国社会与风俗”时，讲义

中提供了大量源自方言词典以及实地观察所得的生动案例。例如在解析民间信仰时，他不

仅介绍了佛道概念，还详细阐述了“祭灶”“拜土地”“打醮”等习俗的流程、所用器物

以及相关词汇，这些描述与《英华分韵撮要》中的词条注释高度契合。他还曾专门开设一

课，剖析“风水”观念如何体现在民居选址、坟茔建造乃至日常禁忌中，并引用了粤地民

间相关的谚语与避讳说法。（Williams, S.W., 1883, p.202, p.428）此等内容直接来源于编纂

词典时与中国助手的讨论撷取，实则为地方性民俗知识经学术化提炼后的成果。

其三，语言应用教学着重强调文本的社会语境。他引导学生阅读《圣谕广训》白话译

本、日用类书乃至通俗小说片段，分析其中口语表达、俗语或方言成分，辨别句式的官俗

差异，并阐释俗语所反映的民间心理。他极其重视对鲜活方言与市井语言的采集，将其编

纂入《英华分韵撮要》与《汉英韵府》等权威词典中，为西方学生提供了一套基于真实社

会语用的词汇与表达体系。（Williams, S.W., 1856;1874）这种教学方法将语言学习与文化

理解有机融合，其分析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长期对地方方言及社会用语的研究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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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所传授的，并非仅仅是关于中国的知识，更是一套研究中国的方法论，即以语

言为根本途径，将经验实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他反复向学生强调，学习汉语必须“从鲜

活的语言切入”，并认为仅仅阅读经典难以真正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卫三畏在长期

的在华经历中深刻认识到，若要深入中国社会，必须突破官方语言的局限。正如他在论述

方言学习的重要性时所言，了解地方方言对于传教与沟通“非常重要”，若只懂通用的官

话或外语，在深入地方时往往会发现是不够的。1883 年，他在给一位即将前往中国传教的

学生的信中建议：“不要仅仅满足于掌握官话。在你所前往的省份，应尽快学习当地的方

言。我编纂粤语词典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若不通晓方言，你终究是个局外人，无法知

晓百姓的真实想法与幽默之处”（Williams,S.W.,1883, February 15）。这种对“鲜活语言”

的极致重视，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始终致力于将中国街巷口耳相传的口语知识转化为

可供西方人研习的文本，因为他深知若不通晓方言，学习者终究只是社会的“局外人”，

无法知晓百姓的真实想法与幽默之处。 此种对地方知识的重视，恰是卫三畏个人学术路径

的真实映照。

卫三畏将编纂词典与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凝练为一套具有可传授性的研究方法。他

指导学生借助中文字典和韵书，搜集谚语、歌谣、账本、契约等民间文献，并以实地访谈

作为辅助手段，对信息进行交叉验证。这种从实际语言材料和社会观察切入，再开展系统

整理的研究路径，为美国早期汉学营造了注重实证的学术风气，与欧洲汉学传统中偏重古

典文献和哲学思辨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互补。

卫三畏在耶鲁主持的汉学讲座，成为知识传递与转化的关键枢纽。尽管他亲自授业的

门生数量有限，且未能培养出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家，但其学术影响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延续。

其子卫斐列通过整理遗稿、撰写传记传承家学；他所设计的课程、倡导的研究方法以及毕

生积累的中文藏书，共同奠定了耶鲁汉学的基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去世后家族捐赠

给耶鲁的个人藏书，成为耶鲁东亚图书馆的核心馆藏之一。这批藏书不仅包含传统经典，

还汇聚了当时西方鲜见的地方志、俗文学刻本、方言文献和教会档案（程美宝, 2010, pp.

76 - 84）。这批珍贵的一手资料与课堂教学相互印证，使耶鲁汉学从起始阶段便立足于扎

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其中丰富的方言和民俗材料，恰是其对地方知识学术关怀的生动体现。

在于耶鲁大学任教的七年时间里，卫三畏达成了一次具有关键意义的知识循环。他把

自身于粤地长期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语言认知与社会认知，特别是编纂方言词典所沉淀下来

的经验，转化为系统的课程内容，向北美新一代学者进行传授。这一过程呈现出三重深刻

的转变：其一为知识形态的转变，街头市井中鲜活的“经验”经过梳理、归类以及阐释，

逐渐被纳入“中国语言”“社会”“民俗”等学科框架，达成了从经验到知识的升华；其

二为传播途径的转变，知识从个人著述的范畴拓展至大学讲堂，借助课程、讲义以及师生

研讨等形式，在学院体系内实现了规范化的传承；其三为学术方法的延续，他所倡导的以

鲜活语言和实地经验为出发点、关注社会现实的研究路径，通过教学得以延续，初步塑造

了美国汉学重视当代、语言和社会的学术特质。

这一过程标志着卫三畏身份从长期居华知识“采集者”跨越为北美学院派知识“传授

者”与“奠基人”。他以粤语研究起始的知识实践，实现从个人经验到学术体系跃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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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立以语言为切入点、注重实证、关注现实的汉学研究路径。通过卫三畏教学活动和藏

书，北美汉学起步阶段构建起兼顾文献与田野、历史与当下的学理脉络。此后中华文化西

传不再是信息单向流动，更蕴含“在中国发现历史”、理解中国社会内在理路的方法自觉。

五、余 论

本研究以卫三畏的学术生涯为微观历史考察的切入点，将其活动轨迹置于包含广州商

馆、澳门印刷所、北京外交场域以及耶鲁大学讲堂的广阔时空范围之中，旨在深入剖析 19

世纪中华文化在北美知识界的传播机制。该传播过程并非抽象、整体性的文化迁移，而是

由具体行动者主导的动态实践，具体通过对地方性文化元素（如方言词汇、民间习俗、市

井见闻）进行持续的收集、编码、文本翻译以及体系重构来实现。卫三畏的学术实践表明，

文化传播的现实逻辑在于，行动者凭借其特定的时空坐标与身份网络，通过词典编纂、专

著撰写、教学实践以及制度构建等中间环节，将碎片化的地方经验逐步整合并融入异文化

的知识体系。这一“自下而上”的考察路径，为理解文化跨国流转提供了以下核心启示：

（一）文化传播的根基在于地方经验的文本化与全球流通潜能

在中华文化于海外传播进程中，其最具活力的根源通常并非宏大的哲学体系，而是深

深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性知识。卫三畏的研究并非始于经典义理，而是源于广州街头的

方言、民俗以及物质生活。他对粤语音韵的整理，以及对“艇仔粥”“拜山”“风水”等

词汇的考释，本质上是对岭南地方性认知体系的首次文本化提炼。此类知识因在沟通、商

贸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获得了被记录与传播的初始动力。随后，通过学术化处

理，如借鉴本土韵书框架、创制罗马化转写系统、提供英文释义及文化注解等，这些知识

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即从“广东人所拥有的知识”转变为“关于广东（乃至中国）的知

识”。这一转变使这些知识脱离原生语境，具备了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流通、比较与理解的

可能性。这表明全球性的文化流动往往起始于具体、边缘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地方经验，

后者通过跨文化的知识生产实践，超越其地域性，被赋予普遍的学术价值。

（二）知识生产机制在于协商转译与制度体系化

卫三畏的案例充分彰显了跨文化知识生产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其过程至少涵盖三个相

互关联的核心环节。其一，知识成果并非个人独立创作，而是多方认知框架协商的结果。

无论是词典编纂所依赖的匿名“中国助手”，还是人际交往网络中的中西方学友，均表明

其文本是跨文化知识协作的结晶，其中蕴含着理解、妥协以及意义的再创造。其二，这不

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由粤语转换为英语），更是一整套概念体系和认知范畴在新语境中

的重新定位与阐释。例如，“节气”对应“festival”，其背后是文化语义的移植与调适，

此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转译者的主观视角与特定目的。其三，这是一个体系化接纳的过程。

分散的地方经验通过《英华分韵撮要》《中国总论》等权威文本得以固化,借助耶鲁大学汉

学教席这一教育制度，被纳入正式的知识传授体系，经由档案保存与学术传承，获得知识

体系的延续。地方知识由此实现了从“街头习得”到“讲堂讲授”、从“个体经验”到公

共学术资源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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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汉学起源在于实用主义与现场传统的范式形塑

作为美国首位汉学教授，卫三畏的学术路径深刻塑造了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范式特性。

相较于同期欧洲汉学着重古典文献与哲学思辨的“书斋传统”，卫三畏开创的是一种依托

长期在华生活经验、突显语言实用价值、聚焦当下社会现实的“实用主义与现场传统”。

此传统直接源自其传教士与外交官的经历，扎根于对方言等鲜活资料的处理，并借助其教

学实现制度化。该传统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在起始阶段就更为关注“当代”与“具体”的

中国。追本溯源，这种学术风格的形成，正是发端于《英华分韵撮要》这类以解决实际交

流问题为直接目标的文本实践。

以卫三畏及其广州方言研究作为个案研究，其意义已超越单纯的词典编纂史范畴，成

为洞察知识跨国流动与跨文化理解的重要理论切入点。此案例揭示了文化传播的深层次生

成机制：地方性知识并非以既定整体的形式直接转移，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且情境化的知

识生产实践——从音素、词汇的收集到民俗现象的描绘——逐步被提取、转译并文本化。

它以个体有限的具身化经验为起点，借助著述、教学以及学术通信网络，被系统性地整合

与重塑，最终成为异质文明认知体系与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北美早期汉学知识体系的构

建，本质上是由无数像卫三畏这样的知识行动者，通过对异文化“碎片”的持续采集、阐

释与意义重构，逐步推动的社会建构过程。这些蕴含情感投入与视角局限的零散实践，共

同构建了西方认识中国的知识图谱，并深刻地塑造了特定的认知范式。

从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的理论视角进行反思，卫三畏个案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

文化理解，起始于对“他者”地方性知识与生活实践的尊重及深入探究；有效的文明对话，

依赖于允许意义协商的细致转译工作；而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体现于其能够跨越语境，经

历持续的再叙事、再语境化与再接纳的动态诠释过程。在中国刊行的方言词典，最终成为

耶鲁大学的研究对象—这场知识的全球流转生动地例证了文化传播的动态生成过程，也表

明文明间的相互认知与深度交融，正是通过无数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到文本、从地方性

知识到全球性叙事的微观转化与制度性吸纳逐步实现的。此研究揭示了历史上知识传播的

清晰脉络，亦可为当代世界开展更具交互性、反思性与平等意义的文明对话，提供基于历

史脉络的方法论参考。受限于史料与篇幅，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可进一步拓展的维度，为后

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探索指明了方向：

其一，深化知识生产中“合作者”研究。尽管学界已逐渐关注来华西人背后的“中国

助手”群体，但针对卫三畏所倚重的“中国先生”们，其生平履历、学术素养及具体贡献，

仍需从社会史与知识史的交叉视角进行详尽考辨。这些“沉默的合作者”作为知识生产中

不可或缺的关键行动者，其历史作用亟待进一步发掘与彰显。

其二，细化卫氏文本的接受与流通史研究。目前，卫三畏著述在北美及西方世界的

“接受史”脉络尚不清晰。其具体的阅读群体、文本运用方式及社会影响程度，亟需通过

对版本流传、馆藏记录、同期书评及后世学术引证的系统考察，开展严谨的文献学与阅读

史研究，以揭示其真实的传播图景。

其三，拓展全球知识史与帝国批判的宏观视角。卫三畏个案应置于 19 世纪全球知识生

产与帝国扩张的宏大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其知识活动与中西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殖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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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体系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充满张力的复杂关联，这值得运用后殖民知识批判

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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